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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生素滥用所造成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资料，调研了中国

特别是上海市的水环境中抗生素的种类及其污染水平，并概述了抗生素对于水生生物及人类的生态毒性效

应．结果显示，黄浦江中污染最严重的是磺胺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长江口含量较高的为磺胺类和氯霉素类，
而从整个中国地表水的污染情况来看，最多的是氟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生素．养殖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是抗生

素的最高污染源头，抗生素进入水体后，不仅会诱导产生抗性基因，还会与其他污染物结合对水生生物和人类

产生复杂的复合毒性效应．最后，对抗生素的污染研究方向和生态健康效应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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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指由细菌、霉菌或其他微生物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具有抗病原体或其他活性

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能干扰或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存，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及动物的疾病防治、农业生

产、畜牧及水产养殖等领域．自 １９４０ 年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开始，到现在抗生素的种类已达几千种，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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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常用的亦有几百种［１］，其主要是从微生物的培养液中提取的或者用合成、半合成方法制造．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抗生素的消费量可达 １０—２０ 万吨［２］，我国是抗生素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以 ２００３ 年为

例，我国青霉素产量达 ２．８ 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６０％；土霉素占世界总产量的 ６５％［３］ ．抗生素的大量使

用必然会导致过多的残留物进入到环境中，目前抗生素产生的环境危害愈发突出．因此，抗生素的生态

环境效应日益受到广大环境领域学者的关注．
本文综述了目前国内不同水域中抗生素的污染情况及其毒性效应，从而为抗生素污染的处理提供了

一定的依据，并主要就抗生素污染的研究方向和生态效应等方面提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建议．

１　 水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

水环境中存在的抗生素主要包括四环素类（ＴＣｓ）、大环内酯类（ＭＬｓ）、磺胺类（ＳＡｓ）和喹诺酮类

（ＦＱｓ）和氯霉素类（ＣＰｓ）等．水中抗生素污染的来源主要有医用、养殖业及制药工业废水．研究表明，抗
生素使用后并不会被生物体完全吸收，而是以原药或代谢产物（共轭态、氧化产物、水解产物等）的形式

随粪便和尿液排入水体等环境中［４］ ．低浓度的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在水体中就会诱导产生抗性基因［５］，
对水生生物及人类产生潜在的毒性效应［６］ ．水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迁移途径和作用对象归纳见图 １．

２　 水环境中抗生素的种类、分布及浓度

水体已成为环境中抗生素最重要的归宿地之一，且目前已经在地表水、污水甚至是地下水中检测到

抗生素的存在．国内对于地表水等水环境中抗生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物的来源和污染水平等方面．
２．１　 上海水域的抗生素污染情况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特别是在人口密度高、发展速度快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口水域的抗生

素检测开展的时间较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相继检测了上海市地表水中抗生素的含量，表 １ 总结了近

年来上海市地区地表水中各类抗生素的含量，图 ２ 为上海水域的部分采样点以及主要抗生素的组成情

况，可以看出长江口主要的抗生素是氯霉素类和磺胺类抗生素［７］ ．氯霉素类中检测浓度最高的是甲砜霉

素（表 １），能达到 １１０ ｎｇ·Ｌ－１ ．磺胺类中为磺胺吡啶浓度最高，浓度为 ２１９ ｎｇ·Ｌ－１ ． Ｊｉａｎｇ 等［８］ 和沈群辉

等［９］的研究结果表明，黄浦江污染较严重的是磺胺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

图 １　 水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与归趋

Ｆｉｇ．１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图 ２　 上海市不同水域中主要抗生素的组成

（①、②和③分别代表 Ｙａｎ［７］ 、Ｊｉａｎｇ［８］和沈群辉［９］调查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另外，Ｊｉａｎｇ 等［８］于 ２０１１ 年针对黄浦江中抗生素的浓度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抗生素的

浓度冬季明显比夏季高，其中磺胺类抗生素冬季的浓度要比夏季高 １—１０２ 倍，四环素类抗生素在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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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浓度（５．６１—６３．２６ ｎｇ·Ｌ－１）是冬季（１９．１５—１４７．１５ ｎｇ·Ｌ－１）的一半，抗生素的检出种类和频率都呈现

冬季高于夏季的现象，这和 Ｙａｎ 等［７］对长江口抗生素的研究结果类似．黄浦江和长江口的这种现象与不

同季节抗生素的使用量以及降雨量等因素有直接关系．冬季相对于夏季来说，一方面因为冬季的疾病发

病率相对较高，药物的使用量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夏季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降雨量明显增加，进而稀释

了水中的药物．这些结论也说明了药物的浓度与水的流速和温度有一定的关系［１０］ ．
抗生素在污废水中的残留量与污水的来源和特性有关，如工业和医院污水、养殖污水中抗生素种类

较少，但含量一般较高．上海的一些养殖场废水中的抗生素检测结果表明，磺胺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是

检测频率和浓度最多的两种，其中在养猪场的废水中土霉素最高浓度可达到 ２３７．８ μｇ·Ｌ－１，最低浓度也

高达 １８３．２ μｇ·Ｌ－１ ［１１］ ．这说明一方面上海的养殖场抗生素使用量是很大的，另一方面这些养殖场对抗生

素的处理效果很低．在一些污水厂的进水中检出最多的是磺胺类抗生素，其中磺胺甲恶唑在进水和出水

中都有检出，浓度均低于 ５ μｇ·Ｌ－１ ［１２］ ．这些抗生素进入城市和医院污水排放系统之后，大部分经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排放汇入地表水，还有少部分直接渗漏到地下水中造成污染．洪蕾洁等［１３］ 检测到崇明岛地

下水中主要是磺胺类抗生素，包括磺胺甲恶唑、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甲基嘧啶和磺胺间二甲氧嘧啶

４ 种抗生素，浓度分别为 ２４１．５、１２３．３、３８．５、２３．８ ｎｇ·Ｌ－１（部分数据未在表 １ 中显示）．

表 １　 上海地区水域中主要抗生素的污染水平（ｎｇ·Ｌ－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ｒｅａ（ｎｇ·Ｌ－１）

抗生素

地表水

黄浦江 长江口 崇明岛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０ 年
３—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养猪场
崇明岛
地下水

上海
污水厂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氯霉素 — ９０ — ２８．３６ ｎｄ ８．６ — — — —

甲砜霉素 — — — １１．９５ ５４．３１ １１０ — — — —

氟甲砜霉素 — — — １９．８８ ４６．６３ ８９．５ — — — —

氯霉素类（ＣＰｓ） — ９０ — ２０．０６ ５０．４７ ６９．３７ — — — —

磺胺嘧啶 ４５．３ ２００ １０３．４ １７．１９ ４０．５５ ７１．８ ｎｄ １１９９００ ｎｄ ｎｄ

磺胺甲嘧啶 — — — ２１．５７ ６２３．３ ８９．１ — — — ｎｄ

磺胺甲 唑 ｎｄ ５５０ ６５．１ １４．３２ ５５．２４ ５６．８ ２３６．１ １４２９００ ２４１．５ ＜５０００

磺胺类（ＳＡｓ） ４５．３ ３７５ ８４．２５ １７．６９ ２３９．７ ７２．５７ ２３６．１ ３１０７００ ２４１．５ —

诺氟沙星 — — — ｎｄ ｎｄ １４．２ — — — —

环丙沙星 — — １５．７ ｎｄ ｎｄ ２．２７ — — — —

氧氟沙星 — — ３．１ ｎｄ ｎｄ １２．４ — — — —

氟喹诺酮类（ＦＱｓ） — — ９．４ — — ９．６２ — — — —

红霉素 — — — — — ４５．４ — — — —

罗红霉素 — — ８４．８ １．８６ ９．９３ ８．２ — — — —

克拉霉素 — — ５３．８ — — — — — — —

大环内酯类（ＭＬｓ） — — ６９．３ １．８６ ９．９３ ２６．８ — — — —

四环素 — ４４０ ３９ １１３．８９ ｎｄ ２．３７ — １２９３００ — ｎｄ

土霉素 — ４７０ ３１．３ ８４．５４ ３７．１７ ２２．５ — ２３７８００ — ｎｄ

金霉素 — — ５６．９ ｎｄ １６．８０ ３．５ — — — ｎｄ

强力霉素 — — １３ ｎｄ ４６．９３ ５．６３ — — — ｎｄ

四环素类（ＴＣｓ） — ４５６ ３５．０５ ９９．２２ ３３．６３ ８．５ — ３６７１００ — —

参考文献 ［１３］ ［９］ ［１４］ ［８］ ［８］ ［７］ ［１３］ ［１１］ ［１３］ ［１２］

　 　 注：—： 未检测；ｎｄ： 低于检出限（下同）

２．２　 中国其他水域的抗生素污染情况

在国内的其他地区，地表水（河流、小溪等）、养殖场、海洋中都检测到抗生素的残留．在不同的水域

之间，抗生素的的残留量差别很大，其中养殖场废水中的抗生素含量最高，这主要由于抗生素药物的不

合理使用，以及水中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相对污水厂和天然地表水，地下水受污染程度较低．
养殖场废水　 我国是世界养殖业大国，目前我国对抗生素的使用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由于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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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生素的吸收率（１０％）和使用率很低，大部分抗生素被直接排出体外进入环境中［１５］；另外，养殖场

对于处理废水中的抗生素基本上没有任何效果．以上原因致使中国的养殖场废水中的抗生素含量很高．
表 ２ 为近年来学者对于国内的养殖场检测结果的平均浓度．如国彬［１６］于 ２０１１ 年调查了广州某养殖场的

池塘，发现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检出率为 １００％，抗生素含量（均值）的高低顺序为 ＴＣｓ（５．１６ μｇ·Ｌ－１） ＞
ＳＡｓ（２．８２ μｇ·Ｌ－１） ＞ＦＱｓ（０．９２ μｇ·Ｌ－１），其中含量最高的 ２ 种药物是四环素（ＴＣ，５．１６ μｇ·Ｌ－１）与磺胺对

甲氧嘧啶（ＳＭＴ，４．７８ μｇ·Ｌ－１），诺氟沙星（ＮＯＲ）、环丙沙星（ＣＩＰ）、恩诺沙星（ＥＮＲ）的含量均在 ０．２—
０．５ μｇ·Ｌ－１范围内（部分结果未在表中标明）．而海水养殖区的抗生素由于海水的稀释能力较强，含量较

低，一般都是 ｎｇ 的级别．如 ２０１１ 年王敏［１７］调查了福建省九龙江入海口紫泥镇滩涂养殖区的抗生素污染

情况，其中氟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生素是该区的主要残留的抗生素，含量在 ３．５４ ｎｇ·Ｌ－１—４０．２ ｎｇ·Ｌ－１之

间．另外，近年来通过研究水底沉积物中抗生素含量，发现沉积物既是抗生素的储存库又是水中抗生素

潜在的污染源．梁惜梅［１８］于 ２０１２ 年采集珠江口养殖区的水和沉积物调查了残留的抗生素含量，结果显

示沉积物中抗生素检出率和种类均比水中的高．

表 ２　 养殖场废水中主要抗生素浓度（ｎｇ·Ｌ－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ｆａｒｍ （ｎｇ·Ｌ－１）

调查点 氯霉素类 磺胺类 四环素类 氟喹诺酮类 参考文献

广州市鱼塘 — — ５１６０．０ ６３０．０ ［１６］
九龙江河口养殖区 ５．０ ２３．８６ — １８．３４ ［１７］
江苏省养殖场 — — ７６５８０．０ — ［１９］
天津近郊区养殖区 — １４３１０．０ １０６９０．０ ４４４７０．０ ［２０］

污水处理厂　 据统计，我国疾病患者有 ７０％会选择抗生素来治疗，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

（３０％）．抗生素最终会通过人体排泄进入生活污水，而城市污水厂是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集中

地，所以抗生素在污水厂中的质量浓度较高，表 ３ 为各污水厂进、出水中各类抗生素的平均浓度．国彬［２６］

于 ２０１１ 年分析了广州市 ５ 个污水处理厂进出水中 ３ 种氯霉素类抗生素的含量，发现进水中这 ３ 种抗生

素的平均含量范围为 ３１９．２—８５３．２ ｎｇ·Ｌ－１，而出水中的含量也达到 １８７．２—２２５．２ ｎｇ·Ｌ－１，总体上污水处

理厂对抗生素的去除率为 ５０％—７５％之间，个别甚至出现负去除的现象．因此抗生素虽经过污水处理厂

紫外线、氯化等工艺处理，但仍未能明显减少抗生素的排放量，这种情况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存在．

表 ３　 污水厂进、出水中主要抗生素浓度（ｎｇ·Ｌ－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ｔｕ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ｎｇ·Ｌ－１）
调查点 氯霉素类 磺胺类 四环素类 氟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 参考文献

贵阳城市污水 ２４１００．０ — １２４５０．０ — — ［２１］

广州污水厂

沙田污水厂

中环污水厂

大连污水厂

北京污水厂

进水 ３１．０ １３９．０ — ３６２．５ １４９７．５ ［２２］

出水 １７．０ ８３．０ — １０９．０ １３９９．０ ［２２］

进水 １６５．０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１０３０．０ ６１０．０ ［２３］

出水 ｎｄ ４３．０ ３５．０ ９９１．０ ３８３．０ ［２３］

进水 ４５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０５６．０ ７８１０．０ ３２０５．０ ［２３］

出水 ３８０．０ ６７．０ １４４４．０ ９４７０．０ ４６２６．０ ［２３］

进水 — — — １００９．０ ５３１．０ ［２４］

出水 — — — ３２．０ ４４４．０ ［２４］

进水 — １４７３．７４ — １６９７．７５ ３９４．８８ ［２５］

出水 — ６２５．５６ — ７５９．８１ ３５５．３８ ［２５］

天然地表水　 相对与国外，我国对地表水抗生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流域抗生素的含量水平方面，
表 ４ 显示了目前国内主要的一些天然地表水中抗生素的种类和含量，可以看出氟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

生素是检出频率较高的抗生素．２００７ 年邹世春等［３２］人检测了 ９ 种典型抗生素在珠江三角洲中的残留含

量，在珠江广州段河水中，除阿莫西林外，其他抗生素在枯水期和丰水期都有检出，平均含量分别在

７０—４８９ ｎｇ·Ｌ－１和 １３—６９ ｎｇ·Ｌ－１之间，枯水期明显高于丰水期．在深圳河中检测到 ７ 种抗生素，以红霉素

和磺胺甲恶唑污染最为严重，含量分别在 ７７９—１３４０ ｎｇ·Ｌ－１和 ５１７—８８０ ｎｇ·Ｌ－１之间，甚至超过污水处理



　 ７ 期 章强等：中国主要水域抗生素污染现状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１０７９　

厂的含量水平．在维多利亚港海水中，只检出较低含量的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含量范围分别

在 ５．０—２８．１ ｎｇ·Ｌ－１和 ２．２—２１．１ ｎｇ·Ｌ－１之间［３７］，这可能主要与香港地区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有关．以
上研究表明珠江河口区域的抗生素污染严重．

关于其他水域，近年来也有相关报道，Ｚｏｕ 等［３１］对于渤海湾 ６ 条主要河流及入海口的抗生素含量的

调查显示 ６ 条河流的抗生素平均含量高于渤海湾，渤海湾北部高于南部，其中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在渤海

湾污染最严重，并揭示了农业生产残留的抗生素是主要来源．Ｘｕ 等［３０］ 研究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抗生素污

染水平，检测到的抗生素主要为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罗红霉素、红霉素和磺胺甲 唑，黄河中的平均含

量在 ２５—１５２ ｎｇ·Ｌ－１，其主要支流为 ４４—２４０ ｎｇ·Ｌ－１ ．很明显支流的浓度要比干流高，也是干流中抗生素

的来源之一．相比较而言，九龙江的污染水平较低，大部分的抗生素浓度低于 １００ ｎｇ·Ｌ－１ ［２９，３８⁃３９］ ．上述国

内地表水的研究中，都普遍存在与上海水域类似的冬季高于夏季的现象［２９⁃３０，３４，３８⁃３９］ ．

表 ４　 中国地表水中主要抗生素的环境浓度（ｎｇ·Ｌ－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ｇ·Ｌ－１）

调查点 氯霉素类 磺胺类 四环素类 氟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 参考文献

莱州湾 — １９．１５ — １３５．０４ ３．３１ ［２７］
黄海 ＆ 渤海 — １．１３３ — — ０．９１ ［２８］

九龙江
枯水期 — ４７７．５２ ２１４．２５ — — ［２９］
丰水期 — ４０．１８ ３７．５８ — — ［２９］

黄河　 　 　 — ２５．０ — ２６６．０ ８７．０ ［３０］

渤海湾　 　 — １２７．０ １０９．０ ９６０．０ １４３．０ ［３１］

深圳河　 　 ｎｄ １４５６ — ５６．０ １３８６．０ ［３２］

维多利亚湾 ｎｄ ｎｄ — ２８．０ ２０．０ ［３２］

珠江
枯水期 １２５．０ ５７１．０ — ２４０．０ ５５９．０ ［３２］

丰水期 ６９．０ １５７．０ — ２７．０ ８４．０ ［３２］
大辽河　 　 ３４．５ ３７．３ ２４．４ ６２．２ — ［３３］

海河
枯水期 — ７．１ ６．７ ３．１ ７．５ ［３４］

丰水期 — ５．５ ６．７ ２．８ ６．１ ［３４］

北部湾

钦江 — ２７．５１ — — ４９．１８ ［３５］

金鼓江 — １２．１３ — — １８．６３ ［３５］

大风江 — ３．４８ — — １９．７６ ［３５］

茅岭江 — ７．７８ — — ４．５２ ［３５］

珠江段

流溪河 — １８９．５１ — ７．０６ ７６．４ ［３６］

珠江河 — ２０８．７３ — ４．８５ １３３．４ ［３６］

石井河 — １５０８．３ — ７０．４ １８９６．０ ［３６］

南明河
枯水期 １９０００．０ — ７１００．０ — — ［２１］
丰水期 １３００．０ — ３３０．０ — — ［２１］

地下水　 狭义上的地下水是指地下 １０００ ｍ 以下范围内的水，而残留在土壤和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

中的抗生素，一部分会渗透到地下水中［４０］，但由于土壤层的净化作用，地下水中抗生素呈现的特点是种

类少，含量低等．而地下水如果作为饮用水源，污染的地下水势必会影响人类的健康．但是目前国内对于

地下水的药物污染还没有系统的检测，对于地下水中药物检测的文献很少．查阅资料显示，仅洪蕾洁

等［１３］于 ２０１１ 年采集了上海市崇明岛的地下水，检测了水中的 １０ 种磺胺类抗生素，其中有 ４ 种抗生素

（磺胺甲 唑、磺胺甲基嘧啶、磺胺间二甲氧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 被检出，检出浓度在 １９． ５—
２４１．５ ｎｇ·Ｌ－１之间，崇明岛地下水中抗生素有如此的高的浓度主要和该区有大量的畜禽养殖场有关．

３　 水体环境中抗生素与其他污染物的复合污染

水体环境中的污染物来源多样，种类繁多，抗生素通常与多种污染物共同存在，比如内分泌干扰物、
重金属等．这些污染物同时存在于水环境中时会形成一系列的复合污染，而其他污染物的存在也会影响

抗生素的赋存形态和毒性．目前抗生素的复合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生素与重金属方面．
如前所述，城郊集约化养殖业畜禽粪便和废水是重要的抗生素污染源．由于在养殖业中砷、铜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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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也通常被用作饲料添加剂，而不恰当的畜禽粪便管理可以导致环境中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
Ｚｈｕ 等［４１］研究发现，抗性基因的丰度与环境中抗生素和砷、铜等重金属浓度显著正相关，表明砷、铜等

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复合污染可以增加环境中抗性基因的丰度．
水体中的其他污染物也会影响抗生素及其复合污染在水中的迁移行为．李金花等［４２］ 研究了重金属

和表面活性剂对四环素在水体中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重金属镉和铅对四环素在沉积物上的吸附

分别起抑制和促进作用，并且发现不同阳离子随价态的升高对四环素吸附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不同类

型的表面活性剂影响也不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明显促进四环素在沉积物上的吸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低浓度时对四环素的吸附具有促进作用，而随着表面活性剂浓度的升高，四环素的吸附量明显下降．
环境中抗生素的迁移转化行为与其毒性大小密切相关．酶在生物体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抗生素进入机体后，一方面在酶的催化作用下进行代谢转化，另一方面也导致酶活性改变．许多污

染物的毒作用就是与酶分子相互作用，影响其表达量和活性，引发体内一系列生化变化，从而引起毒性

效应［４３］ ．
抗生素与其他污染物的复合污染会导致某些酶活性的改变．阮存鑫［４４］研究发现四环素和铜的复合

污染对蔗糖酶和脲酶活性的抑制效果要高于单一四环素和铜的处理．这种复合污染导致了酶活性的改

变，进而影响了环境中微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减缓了抗生素的降解速率，也就导致抗生素会在环境

中存在很长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假持久性”现象．而随着时间的增长，抗生素与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复合

污染对一些较高等级的动植物也表现出一定的毒性．李通等［４５］ 等研究环丙沙星与铜复合污染对３ 种作

物（玉米、萝卜和小白菜）的毒性结果表明，这 ３ 种作物的根伸长抑制率和芽伸长抑制率与药物的浓度

呈现正相关．赵文岩等［４６］研究了链霉素和铜对赤子爱胜蚓的复合急性毒性，实验表明链霉素和铜对蚯

蚓的毒性是协同作用，抗生素的存在会明显增加重金属的毒性．以上结论表明抗生素与其他污染物的复

合污染是不容忽视的．

４　 抗生素的生态毒性

污染物 对 于 水 生 生 物 的 毒 性 是 不 同 的， ＯＥＣＤ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７］于 １９９８ 年曾就致毒量进行了分级，低于 ０． １ ｍｇ·Ｌ－１ 的属于非常毒的污染物，高于

１００ ｍｇ·Ｌ－１的归为低毒性，在 ０．１—１００ ｍｇ·Ｌ－１范围内认为是中等毒性．
抗生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杀死一些致病性细菌，当生物体内或环境中残留了大量的抗生素时，必然

也会对一些具有相同或类似靶器官、组织或细胞的低等生物产生一定的危害．目前有学者对各层级的生

物在实验室内模拟研究了各类抗生素的毒性．Ｌｉ 等［４８］曾统计过一些药物对水生生物的毒性（表 ５）．
目前，国内外对于抗生素的水生生态毒理研究主要以短期的急性毒性实验的方式，通过观察死亡，

生长发育等各种指标，并结合分子水平的变化来对抗生素进行毒性及其机制的研究．
由于抗生素的种类繁多，其对水生生物的毒性都有不同的差异． Ｊｉａｎｇ 等［５８］ 利用发光菌检测了四环

素类、磺胺类以及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毒性，研究发现这些抗生素的毒性都不大，但 ＥＣ５０ （ ３６． ３９—
９３８．４２ ｍｇ·Ｌ－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毒性的差异．Ｌｉｕ 等［５９］ 发现红霉素、环丙沙星和磺胺甲 唑 ３ 种抗

生素对月牙藻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电子转移和碳反应等都有抑制作用，并且红霉素对月牙藻的毒性比

环丙沙星和磺胺甲恶唑更强．
抗生素表现出的毒性很可能是其代谢或降解产物导致的，并且其毒性有时往往比母体化合物要高．

Ｈａｌｌｉｎ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等［６０］研究显示四环素代谢产物的毒性不能忽视．不同水生生物对于同一种抗生素的毒

性也有较大差异．抗生素对于生物的毒性是随着营养级的提高而降低的［６１］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随着生物

营养级的上升，各类抗生素的毒性值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然而目前这些急性毒性实验研究得到的毒性数据都比实际环境中的浓度要高很多，如果用环境浓

度来进行毒性实验，往往并不会表现出某些毒性现象．所以为了让实验室研究更有实际意义，有必要加

强室内实验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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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抗生素药物对不同类别的生物的毒性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受试生物 药物 急性测试 浓度（ｍｇ·Ｌ－１） 参考文献

克拉霉素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００２ ［４５］

红霉素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０２ ［４９］

林可霉素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０７ ［４９］

Ｐｓｅｕｄｏ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ｉｅｌｌａ 土霉素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１７ ［４９］

ｓｕｂ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氧氟沙星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１．４４ ［４９］

磺胺甲恶唑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５２ ［４９］

盐酸舍曲林 ７２ ｈ⁃ＩＣ５０ ０．１４ ［５０］

卡马西平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３．８ ［５１］

卡马西平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００ ［５２］

卡马西平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００ ［５３］

克拉霉素 ２４ ｈ⁃ＥＣ５０ ２５．７２ ［４９］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ｍａｇｎａ 红霉素 ２４ ｈ⁃ＥＣ５０ ２２．４５ ［４９］

林可霉素 ２４ ｈ⁃ＥＣ５０ ２３．１８ ［４９］

氧氟沙星 ２４ ｈ⁃ＥＣ５０ ３１．７５ ［４９］

磺胺甲恶唑 ２４ ｈ⁃ＥＣ５０ ２５．２０ ［４９］

磺胺甲恶唑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２８９．２ ［５３］
伊维菌素（Ｈ２Ｂ１ａ）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０．０２５ ［５４］

克拉霉素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８．６６ ［４９］

红霉素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０．２３ ［４９］

林可霉素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３．９８ ［４９］

Ｃｅｒｉｏｄａｐｈｎｉａ ｄｕｂｉａ 氧氟沙星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７．４１ ［４９］

土霉素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８．６５ ［４９］

磺胺甲恶唑 ４８ ｈ⁃ＥＣ５０ １５．５１ ［４９］

红霉素 ９６ ｈ⁃ＬＣ５０ ≥ １ ０００ ［４９］

林可霉素 ９６ ｈ⁃ＬＣ５０ ≥ １０００ ［４９］

Ｄａｎｉｏ ｒｅｒｉｏ 氧氟沙星 ９６ ｈ⁃ＬＣ３３．５ １０００ ［４９］

土霉素 ９６ ｈ⁃ＬＣ５０ ≥ １０００ ［４９］

磺胺甲恶唑 ９６ ｈ⁃ＬＣ５０ ≥ １０００ ［４９］

４⁃ｔ⁃戊基苯酚 ９６ ｈ⁃ＬＣ５０ ２．６ ［５５］

氟西汀 ９６ ｈ⁃ＬＣ５０ ５．５（ｐＨ＝ ７） ［５６］

氟西汀 ９６ ｈ⁃ＬＣ５０ １．３（ｐＨ＝ ８） ［５６］

氟西汀 ９６ ｈ⁃ＬＣ５０ ０．２（ｐＨ＝ ９） ［５６］

Ｏｒｙｚｉａｓ ｌａｔｉｐｅｓ 美托洛尔 ４８ ｈ⁃ＬＣ５０ ＞ １００ ［５７］

普萘洛尔 ４８ ｈ⁃ＬＣ５０ ２４．３ ［５７］

磺胺氯达嗪 ４８ ｈ⁃ＬＣ５０ ５８９．３ ［５３］

磺胺甲恶唑 ４８ ｈ⁃ＬＣ５０ ＞７５０ ［５３］

　 　 注： 引自 Ｚ．Ｈ． Ｌｉ， Ｔ． Ｒａｎｄａｋ（２００９） ［４８］ ， 有删改．

５　 总结和展望

（１）鉴于我国抗生素滥用情况最严重，需对我国各地区进行全面而广泛的调查和检测，确定我国抗

生素的污染水平及主要抗生素类型．
（２）政府根据调研结果，制定我国各介质中的抗生素含量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
（３）对于研究者来说，一方面研究出最适宜检测抗生素的方法，并加以推广；另一方面揭示出抗生

素在各介质中的迁移转化规律，以便了解抗生素在不同介质中的赋存形态，为抗生素的检测提供条件．
（４）全面开展主要抗生素对生物的毒性效应及机制，以及抗生素与其他污染物的复合污染；另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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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抗性基因的产生、传播和扩散的分子机制，进而评价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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